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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遗址为何纷纷“再度上新”？

从 2022 年开始，河姆渡“上
新”，浙江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
究院的考古专家对宁波镇海九龙
湖一带的汶溪遗址实施了抢救性
考古发掘，出土了年代从史前时
期延续至唐宋的大跨度文化遗
存；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上
新”，自 2019 年起，发现了 500 多
枚封泥以及部分简牍，弥补了汉
中央政府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
王印，对古滇国进行有效行政管
辖方面记载的缺失；河南洛阳偃
师二里头遗址也在“上新”，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最新成果发布会上，公布了二
里头遗址考古及研究成果。

浙江宁波余姚河姆渡遗址发
现于上世纪70年代，二里头遗址
则发现于1959年，而河泊所遗址
的发现甚至比二里头还要早一年。

为什么这些早就被发现的遗
址，仍在不断“上新”？。日前，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新发现的
背后，不仅有新科技手段带来的
惊喜，也折射出了如今考古理念
的更新。

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发掘现场。

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2012
年前后出土的双鸟木雕羽冠。

滇国相印封泥。

河泊所65年之后再上新
对于古滇国有了全新认识

1958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考

古学家在云南滇池沿岸进行调查时，发

现了一些同心圆纹红陶盘。彼时，在滇

池盆地并没有发现更多类似证据，在墓

葬中也没有发现此类同心圆盘，因此考

古学家认为，河泊所遗址属于新石器时

代。这种认识一直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200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对

滇池东南岸进行了区域系统的史前聚

落考古调查，再次确认了河泊所遗址，

并认为该遗址为青铜时代而非新石器

时代的遗址，同时进一步推测，河泊所

遗址极有可能是古滇国的都邑。2014

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云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了石寨山大遗址的

考古工作。河泊所的重要成果便是从

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开始后发现的。历

次考古发掘揭露出商周至秦汉时期的

文化遗存，构建了滇池盆地商周之际至

秦汉时期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2019年初，在河泊所东编号为台地3的

一处汉代废弃河道灰坑中，考古人员对

清理的土样进行水洗，发现了包括“滇

国相印”在内的几枚封泥。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河泊所遗址考古领队蒋志龙告诉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近年来，由于采

用了聚落考古和城市考古的方法，对于

考古的理解更加深入，再加上科技手段

的不断更新，才能解释以往人们对于云

南纳入中央集权统治时间的疑问。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于云

南考古来说，就是去单纯地发掘一个墓

葬或者墓地，以是否会发现精美的‘大

件’文物，并把这作为工作的收获标

准。”蒋志龙说，“但是近年来考古理念

有了变化，更愿意通过遗迹或者遗物，

了解它背后反映的社会发展状况。”

正是在考古理念的更新之下，河泊

所遗址才能“顺利上新”，发现了500多

枚封泥以及部分简牍。更让蒋志龙欣

喜的是，封泥和简牍还能够相互印证，

不仅再次证实了古滇国的真实存在，而

且弥补了汉中央政府在设立益州郡、赐

滇王王印，对古滇国进行有效行政管辖

方面记载的缺失。

“此前有部分学者认为云南被纳入

中央集权统一的时间是元代，但是滇国

相印以及封泥的出土，足以证明云南早

在西汉中期就已经纳入中央集权管

辖。”蒋志龙说。

不仅如此，新科技、新手段的创新，

也为考古人带来了便利。由于滇池水

位比较高，遗址埋藏在地表以下3-5米

的地方，而且是饱水环境，遗址中水位

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队。如今，考古

工作者们使用了旁侧挖沟的方法，降低

了水位，保证了发掘工作面的干燥，顺

利完成了发掘工作。河泊所遗址考古

工作的难度是不多见的，考古成果的取

得，实属不易。

“得益于国家经济的发展、科技的

进步促进了考古工作，如今考古人的工

作、生活环境也比以前要好得多了。”蒋

志龙说，“我记得1991年从昆明到腾冲

去出差，当时坐车要坐一周时间，到了

腾冲之后，全身都是灰扑扑的，甚至连

头发都被尘土染黄了。而现在，随着国

家的整体进步，高速公路、高铁让我们

出行不再困难。加上各级领导的重视，

让考古工作整体上了一个台阶。”

50年后“再上新”
从全球视野看河姆渡文化

1973年，宁波余姚当地农民建设

排涝工程掘土时，河姆渡遗址被发现。

同年，河姆渡遗址进行了首次正式发

掘，当年就出土了轰动全社会的丰富文

化遗存，如保存良好、年代久远的干栏

式木构建筑遗迹和各类稻作农业的遗

存。1977年又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

发掘，发现了更加震撼人心的文化遗

存。经考古专家研究，认为河姆渡遗址

的重大发现真正改写了关于长江流域

地区古代文明的原有印象，把长江流域

的重要性提升到与黄河流域并驾齐驱

的高度。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河姆渡文

化的考古工作在持续推进，取得了一次

又一次的重要突破。

从2022年开始，宁波市文化遗产

管理研究院的考古专家对镇海九龙湖

一带的汶溪遗址实施了抢救性考古发

掘，出土了年代从史前时期延续至唐宋

的大跨度文化遗存。其中，河姆渡文化

晚期前段遗存系在钱塘江以南地区首

次大规模揭露，大大充实了河姆渡文化

中、晚期序列之间的内涵，为河姆渡文化

谱系和转型发展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

主任、研究员孙国平对于遗址“再上新”

和近年一系列新发现有着自己的理解，

“50年前，我们的目标是发现尽可能多的

遗迹和遗物；30年前，我们的目标就是要

了解那个时候的社会和社会背后的环

境；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地去思考人在当

时的社会下，为什么会发展成那个样子，

而且对今后有什么样的启示。”

实际上，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来说，

原来发掘的面积都比较小，越早的遗址

发掘的技术和方法越原始。现在，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考古工作者们能够获得

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跟以前已不可

同日而语。一些以前曾经发掘过的遗

址，尤其是特别重要的遗址，需要重新

投入，以期对遗址有更进一步的、更加

清晰和完整的了解。

“河姆渡以往的发现，大家了解最

多的还是这里的干栏式建筑，是中国最

早的、保存最好的，展现了六七千年前

的长江流域或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先民

的居住状态，特别是当时木材的利用和

加工技术已经达到非常先进的水平。

另外还有丰富的稻作农业遗存，其中，

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保存非常好的

稻谷遗存和骨耜等先进生产工具，以及

数量很多的碳化稻米。所以，当时的专

家们认为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南方地区

稻作农业的重要源头。另外，在河姆渡

文化里，还看到大量的原始艺术。”孙国

平介绍，“这就是河姆渡发现之后二三

十年里，大家主要关注的内容。那个时

候人们很少去关注背后的环境状况，人

与环境的关系，还有河姆渡文化在整个

东亚地区的独特地位。现在，我们慢慢

有了全国的视野，有了全球的视野，所以

会更多地去思考河姆渡文化对中华民族

整个文明进程中的代表性意义，以及在

整个东亚或者整个东方文化的大环境下

的意义。这就是河姆渡文化在新时代更

需要研究和宣传的重要内容。”

为此，近期我们在国家博物馆隆重

举办了“河姆渡文化发现五十周年考古

成果特展”，并举办纪念性的学术研讨

会，为河姆渡文化下个五十年的考古研

究和保护宣传利用等全面的工作指明

努力的方向。

不断“上新”的二里头遗址
背后是60多年考古人的接力

二里头，一个在中国考古史上璀璨

而耀眼的名字。

将时针倒回到1959年夏，当著名

考古学家徐旭生在豫西调查时，发现了

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

序幕。

时隔64年后，2023年12月召开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上，

公布了二里头遗址考古及研究成果。

现场介绍，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多

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这些道路

和墙垣将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网格区

域，显示当时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

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

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

要标志。

在此次考古发掘中，接力棒已经传

到了第四代考古队长赵海涛的手中。巧

合的是，他与徐旭生是同一个县的老乡。

从2002年来到二里头遗址，时至

今日，赵海涛已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

与这片土地朝夕相处的数千个日子中，

他见证着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不断“上

新”，更体会到考古工作的薪火相传。

“考古学，它跟社会发展是基本同

步的。”赵海涛谈到了近几年来不少大

型考古遗址启动再发掘，“特别是近10

年来，考古工作的技术条件、工作思路、

发展基础，包括社会各界的重视程度，

有极大提升。研究的内容和成果，也有

了很大飞跃。”

赵海涛还提到，在上世纪80年代

前，考古发掘主要收集明确是文物的

内容，譬如陶器、铜器等。“近些年，还

要收集发掘现场的土壤，收集很多肉

眼难观察到的事物，并从中提取有用

的信息来复原当时的社会。”同时，先

进科学技术的运用，多学科的参与，年

代测定、古DNA研究、同位素分析等领

域的加入，勾勒出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

的诸多细节。

“因为科技手段的应用，在很多方

面填补了空白，也对二里头文化时期的

社会发展水平，有了全方位、多角度的

深入了解，更加凸显了二里头在中华文

明史上的重要程度和地位。”

当然，在六十多年的光阴中，还有

些未曾改变的事物，即来自考古人的坚

守和初心。如今，考古的条件已有了很

大改善，不似此前艰苦。但在田间地

头，在炙热的阳光下，依旧能看到一线

考古工作者辛勤的身影。

“考古人的勤恳、严谨、踏实、执着，

以及他们白天在田野中风餐露宿，晚上

青灯黄卷——这样一种精神，没有太大
变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
雯 李雨心马晓玉

图据受访者


